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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与定性之辩: 美国政治学
研究方法的融合趋势

祁 玲 玲

提 要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社会科学诸学科经历恢复与重建，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互动日

渐频繁。在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学界所推崇的定量分析法渐次为国内政治学界

所接纳。当下学界重定量贬定性，扬量化抑质化，大有不可遏止之势。本文基于对过去 30

年来美国政治学界围绕方法论的论辩，客观呈现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优劣，探讨当前方

法论中定量定性研究的融合趋势，冀希国内学者审慎面对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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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由
加里·金 ( Gary King ) 、罗伯特·基欧汉
( Ｒobert O. Keohane) 和西德尼·维伯( Sidney
Verba) 三位重量级的政治学者 ( 以下简称
KKV) 合作的政治学方法论著作———《设计
社会调查》。① 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政治学
研究方法演进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尽
管书中开篇指出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解

释社会现象的逻辑层面上一脉相承且相互补

给，但此书被视为把量化方法全面推入美国

政治学主流方法的浓重一笔，成为采用定量

研究的政治学者的方法论“圣经”。此后，关
于方法论的争辩被认为进入了“后 KKV 时
代”( post-KKV era) ，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关
于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激烈争论。10 年
后，一本汇集了当前美国政治学界诸多重要

学者论文的方法论著作《重新审视社会调
查》出版了。此书的目的在于对定量研究的
主流地位发起挑战，对量化研究提出尖锐批

判，主张政治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③

与此同时，诞生了相当一大批反思 KKV、重
新审视定性分析的文章。2009 年，《设计社
会调研》的作者之一罗伯特·基欧汉也开始
反思量化研究的局限。他承认，在展示变量
与自变量的因果关系方面，定性的案例分析

和叙事性分析有着更胜一筹的优势。④ 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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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争辩之后，政治学界很快出现了思路更

为宽阔且包容的走向，主张方法论的融合、架
构精致的混合分析方法论文章不但得以进入

《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样的顶级期刊，而且很
快成为高引文章，①迅速被运用于政治学期

刊论文著作、博士论文、研究生的教学大纲，
等等。在 KKV 著作出版 20 年后的今天，政
治学界关于定量定性研究方法的深入讨论使

得学者们对政治学方法的认知更为透彻，尽

管辩论仍在继续，但也不乏共识，KKV 一统
天下的地位正在逐渐式微，方法论的融合与

多元的趋势不可阻挡，虽然单一方法论仍然

被认为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②

一、定量研究的强势崛起

2003 年，美国政治学学会旗下的《政治
科学与政策》(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 出
版了一个专辑，以统计的方式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摸底。七
个顶级的刊物，全美的政治学博士学科，以及

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三个方向
的数据显示，量化统计的方法一直是刊出文

章的主流，约占 65%，而且在 90 年代后期后
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美国政治
学评论》上采用量化统计方法的文章高达
80%以上。就不同领域而言，政治方向的论
文 90%采取量化研究方法，国际政治和比较
政治学相对略低，但在过去 20 年内也呈现了
明显的上升之势。与此相对应，案例和定性
分析期刊论文从 1975 年的 12%降至 1985 年
的 7%，到 1999—2000 年只剩下 1%。③ 从
全美前 57 个政治学博士点的培养模式来看，
66%的博士课程要求必修统计量化课程，其
中 56%以上要求至少修两门课，而只有 9%
要求必修定性研究方法论课程。④ 对于量化
技术的掌握几乎已经成为职业生存、进入主
流研究领域的必要条件。定量研究的强势、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缺乏多元的现象引发了

诸多学者的担忧。⑤

定量研究就是运用数字、线性回归等相

关的统计学技术进行因果关系推断与解释的

研究方法。⑥ 根据 KKV，一个规范的实证研
究必须遵循一个稳定的框架，首先要提炼一

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然后运用恰当的理论

给出学理上的因果假设，再通过选择样本、收
集数据，最终给出解释性和因果性经验型的

验证。⑦ 理论上讲，这个框架对定性和定量
研究都适合。两者的区别起始于第三步，即
样本的选择和相关数据的收集。通常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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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 同 时 参 见 G. King， Ｒ. Keohane ＆ S. V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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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 量 研 究 是 指 大 样 本 研 究 ( Large-N
Studies) ，定性研究则指小样本的深度挖掘
( Small-N Studies) ，后者的 N 可以小至 1，即
个案分析，而 N = 2 或 3 时，通常称为比较分
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不过，大样本研究
与小样本研究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背后分析

逻辑的差异。大样本分析是以变量为导向
( variable-oriented) 的分析逻辑，①即要在对
大量样本收集数据中抽象出理论所指的诸多

自变量和应变量，而后用统计的方法来检测

自变量和应变量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相对
格式化且公开的定量分析的过程便于复制检

验过程，看起来更具科学性。更重要的是，撇
开具体的统计学技术问题，把研究议题放入

大量的样本中来考察，是对因果关系可否进

行普遍性的推及( generalization ) 的检验。这
被视为大样本分析最重要的优势，因为理论

上自变量和应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若通不过

大样本检验是无法进行一般性的推断的。如
果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缺失一般性，理论假

设的因果关系就得不到实证支撑，理论和经

验的脱节要么需要更为精确的实证验证，要

么就面临理论崩溃之虞。
尽管定量分析在理想状态下对理论的一

般性检验具有逻辑上的优越，但纵观定量分

析的整个过程，从把涉及的概念统统量化为

数字，在大量样本中进行统计计算，到推断出

因果结论，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诸多问题，使

得推断出的所谓一般性因果关系值得质

疑。② 对于定量分析的抨击就是围绕这些环
节展开的。

二、定量研究中概念衡量的困境

进行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关键一步就是对

于概念的描述性测量( descriptive inference) ，
这是理论和实证相衔接的关键。有效衡量所
讨论的概念是定量和定性分析共同面对的问

题，③只是两者采用不同的方式: 后者往往采

用相对模糊的表述，如“高”“低”“多”“少”;
而前者采用精确打分的方式进行区分，如“A

国民主得分为 2”“B 国为 7”等。不同于自
然科学领域中像“温度”“体积”这些概念的
简洁明了，社会科学中有很多概念即使被广

为使用，但内涵大有争议。当政治学的定性
研究者们还在争论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时，

却发现定量研究的同行们已经开始用数字描

述，这些争执在整齐划一的数字里烟消云散

了。因 此，量 化 的 有 效 性 ( measurement
validity) ④，即这些量化指标是否准确地反
映政治学概念的内涵以及分析对象是否被

恰当地评估得分，成为对定量研究最直接的

拷问。
下面以政治学里重要的一个概念 “民

主”为例，看其是如何被量化以及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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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C. Ｒagin，Turning the Tables: How
Case-oriented Ｒesearch Challenges Variable-oriented
Ｒesearch，in Henry E. Brady ＆ David Collier ( eds. ) ，
Ｒ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2004， pp. 123 － 138; James Mahoney，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Causa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 41，2008，pp. 412 － 436. 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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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 152 ; Ｒobert Adcock ＆ David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Ｒ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95，2001，pp. 529 － 546．

Ｒobert Adcock ＆ David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Ｒ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95，2001，pp. 529 －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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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量化民主实质考察的是“民主度”
( the level of democracy ) ，各国在民主度上的
差异是该命题解释的对象。现有的量化民主
的数据库可谓纷繁。以 Polity IV① 为例，该
数据库以如下方式操作民主概念。一个成
熟的民主至少表现在三个指标上: ( 1 ) 政治
参与自由开放且具有实质意义的竞争; ( 2 )
国家行政部门人选 ( 如总统 ) 来自民选;

( 3 ) 对于行政机关领导的权力要有真正意
义的牵制。然后又将三个指标细化为一系
列次指标，例如，一国要在选举的竞争性指

标上得 2 分，必须要做到行政机构的人选在
两党或多党的候选人中通过竞争性选举而

产生; 如果具有双重的行政机构，其中之一

由继承或指定而产生，那么只能得 1 分。②

这些明确且易于操作的指标实际上存在诸多

的问题。
首先，民主概念被如此操作化是否合理?

众所周知，民主是一个从古希腊就开始热烈

争论的概念，相关的思辨与研究不计其数。
如此大刀阔斧地把对这个复杂概念的争论简

化为几个指标是否击中了现代民主的最核心

内涵呢? 这些指标是否存在西方选举民主的

偏见呢? 这样整齐划一的衡量是否存在概念

过度延伸问题 ( conceptual stretching ) 呢?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接踵而来。而实际上，关于
民主的名目繁多的数据库对概念的操作化定

义五花八门，④数据库之间虽然相关度较高，

但不同概念定义下，具体编码标准与方式还

是存在较大差异。不过，不管如何具体定义
民主，都是采取了类似的就简去繁的操作方

式，这种武断的方式对于擅长将概念阐释得

翔实而具体的传统定性研究者来说是莫大的

挑战。其次，操作化过程中的准确性问题也
值得考量。例如，Polity IV 数据中另一个关
键词是“竞争性选举”。按照该数据库的给
分，博茨瓦纳应该是一个运行得相当不错的

民主国家，但如果考察该国的选举，根本无竞

争性可言，1974—2009 年间的选举，博茨瓦
纳民主党( BDP，Botswana Democratic Party )

所占的席位比重基本都维持在 80%以上，最
低的 1994 年也达到了 67%。⑤ 实际上，类
似的问题在所有人工编码的数据库中都存

在，甚至每一个概念的每一个指标都会涉

及。但一旦进入定量研究的标准化进程，刻
板数字背后的诸多问题都被掩盖，如果无法

接受量化操作过程中某些原则的妥协或变

通，那么受制于这些数据库的定量研究者们

基本上寸步难行，而正是这些变通在定性研

究者看来是不合适的。再次，如何诠释具体
数值的内涵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操作化
民主这样的复杂概念往往包含了很多进一

步细化的指标，不同国家可能最后获得类似

或完全一致的分值。例如，尼加拉瓜、韩国
和 1990—1999 年的保加利亚三国的“民主
度”分值均为 18，但显然这几个国家民主发
展的具体背景及状况相去甚远。进一步质
问，比它们高一分或者低一分的那些国家真

的存在与他们之间所谓的“等距”差别吗?
这些丰富多元的民主发展呈现的差异最终

被湮没在数据库中，归入了统计模型的

计算。
对于初始进入量化研究领域的学生或者

坚定的定性方法论学者，首先会对这些量化

概念存有诸多困惑，以上呈现的问题并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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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 Eval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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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甚至显而易见。但问题是，这样的缺陷是
否足以否定定量研究作为整体的方法论? 这

一方法在政治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

流行难道只是个谬误? 追溯起来，给予一个

概念精确衡量的初衷并非坏事，操作化技术

也大可在辩论中不断提升，更多数字背后的

诠释可以加深理解最后的因果关系。

三、样本、统计模型与因果关系
的不确定性

在定量研究中，与量化概念一并进行的

是样本选择，尔后进入统计模型的计算。定
量研究者们孜孜以求的就是 KKV 讨论的
“平 均 因 果 效 应” ( mean causal effect，
beta) 。① 不过，准确的估算值 Beta 系数的获
得受制于一系列因素，除去以上讨论的变量

的衡量谬误等，还包括诸多问题———各式类
型的样本选取偏差( selection bias) 、统计模型
错定( model misspecification ) 、因果关系中的
内生性问题( endogeneity ) 、变量的交互作用
( interactive effect) ，等等。当然，如果涉及实
验方法，从实验设计开始，每一个指标数据收

集的环节都可能直接影响最终的结论。其
中，所涉及的方法论内容几乎贯穿了一个政

治学定量研究的博士生方法论训练的全过

程。以“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 )
为例，可大体反映定量研究有可能出现的因

果解释的争议甚至谬误。
1959 年，李普赛特发表题为《民主的社

会前提: 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的文章，开
启了马拉松式的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

系的理论争论与实证检验，②其中支持与质

疑的声音交错而至。1997 年，在《世界政治》
上，普沃斯基试图运用自二战以来的全球范

围内的大数据，针对几十年来的争论进行计

算，得出具有“一般性”的结论。他的研究结
果显示，民主转型的发生与经济发展水平没

有关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发生民主转型，民主得以巩固的概率更高。
他甚至给出了精确的民主嬗变的经济指

标。③ 然而，这一基于全球样本的大数据似
乎并没有让经济发展变量之于民主发展的

“平均因果效应”一般化。对此，博伊克斯
与司多科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普沃斯基的
实证检验在案例选择、模型选定以及检验民
主化的内生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进而影响

了最终因果关系的确立。④ 他们将样本选
取回溯到 1850 年，并考虑到其他他们认为
可能引起民主的内生性变化的经济指标以

及交互变量作用，包括资本流动与国际因素

等。其最终结论认为，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更
利于民主转型。2006 年，爱泼斯坦、拜茨等
联合发文挑战普沃斯基的结论，认为现代化

理论完全站得住脚。他们采用了全新的指
标衡量民主，运用了新数据、全新的统计模
型。⑤ 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至少看到以下
两点。

第一，统计模型的稳定性实际上是相当

脆弱的，样本选择、主要变量的衡量、统计模
型的选择、模型运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统计
学技术处理方式等都会直接干扰到模型最后

的结论。稍有定量研究经验的学者都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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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1994，p. 81. 同时参见 James Ma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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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Vol. 35，2002，pp. 450 － 499，对在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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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Przeworski ＆ Fernando Limo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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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49，1997，pp. 155 － 183．

Carles Boix ＆ Susan C. Stokes，Endo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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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会，很多情况下，模型加入的控制变量稍

有变化，beta 值及统计学的重要性就会产生
剧烈变化。① 因此，实证检验过程中的技术
稍有不过关，基于大数据得出的结论很可能

就是个错误。专攻政治学方法论的学者们主
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复制数据、重新比对
运算指出这一过程中的差错。因此，被认为
是定量分析主要优势之一的可以将结论一般

化，实际上需要建构在相当苛刻的条件之上。
当然，定量研究遵循的是统计模型分析中被

广泛认同的知识和惯例，实证检验的每一步

骤的清晰表达使得研究的复制成为可能，但

是每一个环节的稍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都可能

指向不同的结论。像普沃斯基的研究，我们
很难说其存在明显的技术性谬误，或者说其

后的批判者的统计学技术更高一筹。但应用
了更多样本、看起来更合理的指标衡量及统
计技术后，结论的确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定量研究可以一般化结论这个观点本

身也是需要检验的。
第二，在运用统计模型进行计算的过程

中，没有直接检验理论与所呈现的概念之间

的因果关系，是针对定量研究比较普遍的批

判。具体来说，量化模型对于解释因果关系
是非常不充分的，因为统计模型本身并没有

展示正向或反向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如何产生

的。因此，绝大多数大样本量化的分析无法
验证因果关系本身，验证的只是变量之间因

果关系之后有可能呈现的结果。对“现代化
理论”的检验最终在统计模型计算中转化为
人均 GDP 与民主度之间的关系，但人均 GDP
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民主意
识抬升等还与民主化可能发生的路径相关

联。例如，包括石油在内的自然资源丰富国
家就成了所谓的例外。② 自然资源丰富带来
的人均 GDP 的高指标与经济结构、市民社会
等元素并不存在预设的关系，数据与具象化

的政治演变路径脱节了。
总之，仔细考究定量研究的过程就会发

现，它在导向一般化因果关系的道路上可谓

磕磕绊绊，也正是在对这些定量研究所呈现

问题的批判中，学者们看到了定性研究的长

处以及可能的在定量定性研究之间取长补短

的混合分析思路。

四、定性研究的优势以及混合
研究法的提倡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利普哈特就给出
了小样本研究面临的“太多变量，太少样本”
( many variable，small number of cases ) 的著
名论断，③定量研究启用了以变量为导向的

研究路径来解决这一难题。这些学者认为，
小样本的研究可以弥补大样本研究的诸多缺

陷，尤其是在因果关系的阐释与理论的建构

当中。定性研究者甚至针对定量分析中数据
的主导思路( data-set observation ) ，给出了针
锋相对的“因果过程观察数据法”( causal-
process observation，CPO ) 。④ 他们认为，案
例以及比较分析能够更为深入地阐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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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World Politics，Vol. 53，2001，pp.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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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of Autocrac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2007，pp. 995 － 1018 ; Sven Oskarsson ＆ Eric
Ottosen，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 46，2010，pp. 1067 － 1083 ;
T. Dunning， Crude Democracy: Natural Ｒesource
Wealth and Political Ｒegim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Arend Lijphart，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65，1971，pp. 682 － 693．

David Collier， Henry E. Brady ＆ Jason
Seawright，Sources of Leverage in Causal Inference，in
Henry E ＆ David Collier ( eds. ) ，Ｒ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2004，pp. 252 － 258 ; James Mahoney，After KKV:
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Ｒesearch，World
Politics，Vol. 62，2010，pp. 120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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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描述性解释，从而为分析者提供探究

“黑箱”之内事件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研
究者对仅有的一个或几个案例数据更加容易

做到了如指掌，可以更好地厘清变量之间相

互作用的来龙去脉，更好地展现因果机制究

竟如何切实发生在某个或几个案例当中。这
一细致深入的挖掘过程还可能酝酿出其他合

理的因果解释，提炼其他与案例背景相关的

变量，分析可能存在的互动效应以及因果机

制产生的必要条件，等等。① 总之，小样本定
性研究能够产生对于理论假设以及数据之间

更为近距离的透视，也能展示出变量互动中

更精确的过程追踪。这样，对于大样本定量
研究中概念过度延伸、统计模型中因果机制
展示相对缺失的问题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

弥补与克服。
意识到这两种方法可能在理论的建构、

概念的阐释以及结论的实证检验方面有互补

作用后，学者们在反思定性研究的长处的同

时，考虑到多元的方法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

应用，也就是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结合起来

共同解决所研究的问题。塔罗很快就表明这
一方法论的立场，②此后类似多元化方法论

的倡导一直没有停止。③ 大卫·拉汀认为，
只有将形式理论( formal model) 、定量、定性
方法三者结合起来，方能给出最好的解释; ④

盖瑞在指出案例研究的优势之后，提出了统

一的定性定量方法论路径。⑤ 尽管这些学者
主张的混合分析法存在差别，但在融合定量

与定性方法的整体方向上达成了共识。⑥ 利
普曼的“嵌套式的定量定性混合法”( nested
analysis) ，精致地建构了混合分析法的具体
操作步骤，成为最受欢迎的混合分析法的方

法论文章之一。⑦ 根据他的思路，定量定性
方法可以进入分析的循环，既可以在定量大

样本检验之后通过案例或比较分析来展示因

果关系在具体案例中的作用机制 ( model-
testing) ，或通过对例外案例的深入考察建构
新的理论( model-building) ，也可以在大样本
分析并未呈现明显的一般性规律的情况下，

通过案例分析直接考察因果关系，尔后进入

新的大样本分析，如此循环。利普曼混合分
析法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优

缺点相互弥补这一基本格局，因为可操作性

强，迅速激活了学者的应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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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98，2004，pp. 341 － 354 ; Gerardo Munck，Tools
of Qualitative Ｒesearch，in Brady，Henry E ＆ David
Collier ( eds. ) ， Ｒ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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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 Vol. 89， 1995， pp.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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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2008， pp. 412 － 436 ; Burk Johnson，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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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xed Methods Ｒesearch，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Ｒesearch， Vol. 1， 2007， pp. 112 － 133 ; E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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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Ｒ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99，2005，pp. 435 － 452。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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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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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 10，2012，pp. 935 －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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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混合分析法的赞扬声中也夹杂

着不少质疑的声音。① 这些学者主要是从哲
学的角度质疑这两种分析方法在本体论与认

识论层面的互补接洽问题，认为它们根本上

属于不同的范式。但是，这样的质疑并没有
阻挡混合分析法逐步被广泛接纳并迅速普

及，推动其在技术层面更加趋于合理。新近
发表的文章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思考在纯

粹的定量框架内通过定性的信息来加强因果

解释。② 而且，这种方法论融合趋向不仅表
现在定量定性混合法的逐渐流行上，更表现

为对单一研究法的更多宽容。③

五、结 语

美国政治学协会从 2003 年起专门设立
“定性与混合分析法”分支 (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Ｒesearch，Section 37 ) 。这是在

方法论基本一边倒的时期试图进行平衡的

手段，至少表明政治学界已经在反思: 政治

学中无条件地运用定量方法最终可能破坏

政治学研究本身。过去 10 年政治学方法论
演进中的融合趋势是对这一反思的最好应

和。实际上，这也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
嬗变路径是吻合的。2007 年，《混合研究法
期刊》(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Ｒesearch ) 诞
生，成为方法论多元化趋势的标志性产物。
对于定量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政治学

界来说，洞察到国际政治学前沿方法论融合

的趋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无论是从事定性

还是定量研究的学者，互相的借鉴以及多元

的方法论训练如今看来已经不可避免。

( 责任编辑: 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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